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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共危机事件关乎企业生存与发展． 本研究以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背景，基于动态

能力理论，考察了企业数字化、战略柔性与公共危机应对策略之间的关系． 基于 ７４９ 家中国企

业的实证研究发现： 第一，战略柔性有利于企业应对公共危机； 第二，企业数字化能够显著提

升企业战略柔性； 第三，战略柔性在企业数字化与公共危机应对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立足公共

危机情境，本研究进一步发展了动态能力理论思想，并为数字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提供了

一种新的解释． 研究结论为企业如何在公共危机中转危为安、化危为机提供了管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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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从自然灾难到大流行病，从经济危机到政治

危机，全球各地爆发的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对社会

公共制度的有效运转和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造成

了巨大威胁，导致社会基本活动的中断或瘫

痪［１］ ． ２０２０ 年初爆发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更

是席卷全球，影响深远且持久，成为一场全球民众

共同面对的重大公共危机事件． 公共危机具有突

发性、复杂性、不可预测性、破坏性、急迫性和连锁

性等特点［２］，会对区域甚至世界经济、社会乃至

政治文化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面对这类“黑
天鹅”事件的频发，企业应该如何进行有效应对？
这是摆在企业管理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动态能力可以帮助企业适应动荡环境这一观

点已经被普遍证实，学者们基于各种情境对该观

点进行了实证检验［３， ４］ ． 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对于

诸如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类危机事件情境的

关注却远远不够［５］ ． 危机是“危”与“机”的结合，

可同时成为“好”与“坏”的转折点［５］ ． 作为一种面

向变化的组织能力，动态能力在危机应对方面扮

演重要角色［６］，它一方面能帮助企业应对重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环境突变［７， ８］，另一方面

也能帮助企业敏锐捕捉危机中的机会，驱动企业

变革与创新［９， １０］ ． 然而，与常规的市场动荡不同，
公共危机会使企业的生产流程、需求状况、经营环

境等在短期内发生不可预测和非线性的剧烈改

变［１， ５］ ． 那么，动态能力理论能否经受得住公共危

机情境的考验呢？ 本研究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考

察的重要理论问题．
第一，公共危机情境下动态能力的表现是什

么？ 公共危机的偶发性、突发性和破坏性特点［２］，
决定了它所导致的环境动荡与一般性环境动荡有

明显区别． 有学者指出，动态能力可能无法解释企

业面对所有环境变化情形时所做出的战略响

应［６］ ． 还有学者认为，组织面对极端外部事件（如
危机和自然灾害）时，可能仅仅因为运气或因为

某个临时决定而做出战略响应［５］ ． 作为一类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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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态能力［１１］，战略柔性（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集

中反映了企业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能力［１２， １３］ ． 那
么，企业所培育的战略柔性能否在应对公共危机

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此外，Ｔｅｅｃｅ［１４］ 认为动态能

力是一个从感知机会，到捕获机会，再到重构资源

的三阶段过程． 在公共危机情境下，这种有序作用

机制是否会因环境突变带来的紧迫感和压力感而

被打破？
第二，公共危机情境下动态能力的功能是什

么？ 作为支撑企业竞争优势的一种重要能力，动
态能力具备双重功能属性［１４， １５］ ． 一方面，它能够

帮助企业持续响应环境变化，从而具备适应性（ａ⁃
ｄａｐｔｉｖｅ）特征［３］；另一方面，它可以助力组织变

革，从而具备创业性（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特征［９， １０ ］ ．
遗憾的是，以往研究对这两个功能目标属性的考

察往往是孤立的． 在公共危机情境下，企业需要同

时采取短期导向的应急响应并做出长期导向的战

略应对［１６］ ． 此时，动态能力是否需要同时发挥适

应性和创业性的双重功能？
第三，如何塑造适用于公共危机情境的动态

能力？ 企业数字化反映了数字技术和数字管理规

则在企业内的应用程度［１７ － １９］ ． 以数字创新［２０］、数
字创业［２１］、数字化转型［１９， ２２］ 为代表的一系列数

字 化 活 动 日 益 成 为 企 业 竞 争 优 势 的 新 源

泉［２０， ２３， ２４］ ． 对抗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实践表

明，以“大智移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能够有效帮

助企业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那么，数字化

能否通过提升动态能力帮助企业有效应对危

机呢？
为回答上述三个问题，本研究以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为背景，考察了企业数字化水平、战略柔性

与公共危机应对策略之间的关系． 基于 ７４９ 家中国

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 第一，战略柔性能够显著

提升企业应对危机的能力； 第二，企业数字化能

够显著提升企业战略柔性水平； 第三，战略柔性

在企业数字化与危机应对之间发挥重要桥梁作

用． 理论方面，本研究基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这一情境，进一步发展了动态能力理论； 同时，基
于动态能力视角揭示了公共危机情境下企业数字

化的绩效影响机制． 实践方面，本研究从数字化转

型与动态能力的角度为企业应对公共危机提供了

管理对策．

１　 理论与假设

１． １　 公共危机情境下的动态能力

动态能力（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是指企业整

合、构建、重新配置内外部资源与能力以响应环境

变化的能力［７］ ． 动态能力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企
业可以通过响应环境变化获取竞争优势［７， ８］ ． 那
么，如何理解环境变化呢？ 长期以来，动态能力学

者们着眼于考察行业或市场环境的动荡［３， １０］ ． 特
别是，将行业、竞争对手与客户行为的不确定性

（动态性）、竞争的多面性、活力和激烈程度（敌对

性）、市场的异质性（复杂性）看作环境变化的主

要表现形式． 可见，现有文献所考察的环境变化通

常指长时间轴上产业与市场环境的波动和变化趋

势［２５］，它反映的是环境变化的持续性特征． 此时，
企业可根据环境变化情况并结合自身条件有针对

性地培育动态能力［３］ ．
然而，公共危机是突发且极具破坏力的［２］，

它会导致企业外部环境突然性的剧烈波动，带来

高度不确定性，严重威胁组织生存［５］ ． 少量学者

探索了动态能力在危机应对方面发挥的作用，包
括金融危机［１５］，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６］ 等． 然
而，这些研究基本上沿用了现有动态能力理论观

点，侧重于对该理论的简单、工具化运用，对危机

情境下动态能力的独特内涵解读不够．
本研究认为公共危机情境下企业动态能力的

内涵可能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动态能力的功能属

性在变化． 公共危机对企业的影响既是猝不及防

的，也是长久深远的，它需要企业在应对短期生存

挑战的同时敏锐捕捉战略发展机遇． Ｔｅｅｃｅ［１４］ 认

为，动态能力可以帮助企业通过选择环境实现进

化性适应（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ｆｉｔｎｅｓｓ）以求生存；也可以

帮助企业通过塑造环境实现创业性适应（ ｅｎｔｒｅ⁃
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ｆｉｔｎｅｓｓ）以求创新． 其中，适应性是动态

能力的基本功能，而创业性体现了动态能力的高

级功能． 然而，Ｔｅｅｃｅ［１４］的这一观点仍然停留在理

论推演阶段，既没有明确体现在其理论框架中，也
没有得到实证支持． 此外，现有文献要么强调动态

能力的适应性功能［３］，要么突出其创业性（变革

性）功能［９， １０］，要么对两者不加区分［２６］，并没有

理清两者的关系． 在公共危机情境下，“求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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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谋发展”均为企业的重要任务［２７］ ． 此时，企业

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如何在危机情境下充分发挥

（而非培育）其动态能力以同时追求适应性和创

业性［１４， １５］ ． 在前人研究基础上［１６， ２７］，本研究针对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危机事件，从时间周

期和行为属性两个角度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对策略分为两大类：应急响应和战略转型． 前者

通过迅速采取行动以控制或解决危机［２８］，后者则

指企业为保证未来持续发展，对如何通过战略变

革适应环境变化的思考［２９， ３０］ ． 另一方面，动态能

力的过程特点可能也发生了变化． Ｔｅｅｃｅ［１４］ 认为，
动态能力是一个包含“感知” （ ｓｅｎｓｉｎｇ）、“捕获”
（ｓｅｉｚｉｎｇ）和“转化” （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三种能力的过

程性概念［１４］ ． 然而，当危机突然来临时，面对求生

存和谋发展的双重压力，动态能力是否会跳出原

有的程序化过程，表现出更加灵活多变的特点呢？
作为危机情境下的一种重要动态能力［１１］，战

略柔性是指企业识别外部环境中的不确定性，迅
速将资源投入到应对这些不确定性的行动中，并
能够停止或逆转现有资源承诺的能力，它包括资

源柔性和协调柔性两个维度［１２， １３］ ． 战略柔性不仅

能够帮助企业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导致的

环境突变，还能够帮助企业在“危”中求“机”，通
过动态重构资源以实现战略变革与价值创造［９］ ．
一方面，战略柔性允许企业为“应急战略所需要

的管理能力与组织资源”创造出一组柔性来对意

外情况做出反应［３１］，从而缓冲环境冲击带来的压

力［２５］；另一方面，战略柔性使得企业可以通过动

态重构资源基础来采取旨在更新核心能力与战略

资源的创新活动［３１］，更好地利用、吸收和创造知

识，以实现战略转型，并从中获得竞争优势［３２］ ．
动态能力的塑造需要与外部环境适配［４］ ． 随

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及人工智能等

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

已是大势所趋． 与此同时，学者们开始关注数字经

济背景下企业动态能力的塑造问题［２３， ２４］ ． 在公共

危机情境下，数字化对动态能力的驱动作用更加

明显［２７］ ． 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是公共危机最显

著的特征［１， ２］，而数字化通过提高信息利用效率，
能帮助企业更好地捕捉确定性［３３］ ． 企业数字化反

映了企业将数字技术和管理规则应用于产品和服

务、平台、基础设施以及商业模式等方面的程

度［１７， １８， １９， ３４］ ． 首先，数字化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

感知危机环境的变化［１９］ ． 数字资源在体积、速度、
多样性和价值方面的巨大优势允许其以低成本方

式在外部环境中搜集信息． 例如，ＩｏＴ 技术和大数

据技术可以帮助企业收集和分析实时数据，从而

及时预判环境变化的趋势［３５］；移动类和内容类技

术能够帮助企业提高应对环境变化和把握商机的

敏锐性［３６］ ． 其次，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帮助企业

在危机环境中更好地捕捉机会． 大数据和云计算

技术的运用可以大幅提升商业分析的精确度，从
而帮助企业在复杂危机环境中提炼和运用有价值

信息，并识别新的机会［２１］ ．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爆发后，在线教育、在线办公、无人配送、远程医

疗等新业态的发展就是很好的例证．
１． ２　 概念模型与研究情境

本研究立足公共危机情境，基于动态能力理

论［７， １４］，遵循“前因－内涵－结果”的研究思路［３７］，
构建了“企业数字化－战略柔性－公共危机应对策

略”的研究框架． 首先，企业数字化是动态能力的

重要驱动因素［２３， ３８］；其次，战略柔性（包括资源柔

性和协调柔性）是危机情境下企业动态能力的重

要表现［１２， １３］ ． 最后，包括应急响应和战略转型在

内的危机应对策略［１６］，是动态能力在公共危机情

境下的作用结果，也是企业“转危为安”和“化危

为机”的重要手段［２７］ ． 需要说明的是，企业数字化

和战略柔性往往源于公共危机发生前企业经验和

能力的积累，而公共危机应对策略则体现了危机

到来时企业最真实的反应． 总之，本研究认为，在
公共危机情境下，企业数字化有助于塑造企业以

战略柔性为主要内容的动态能力，进而帮助企业

更好地应对危机． 概念模型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概念模型

Ｆｉｇ． １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ｍｏｄｅｌ

本研究选取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公共

危机事件为研究情境． 一方面，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是典型的公共危机事件，其爆发之突然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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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之深远均体现了公共危机的突发性、破坏性和

连锁性等一般性特点［３９］ ． 另一方面，相较于其他

公共危机事件，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加适合本

研究． 第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大范围的

传染性． 由此所带来的隔离举措为数字技术这种

跨边界技术提供了广泛发挥作用的土壤［２１］，有利

于本研究对数字化这一动态能力驱动因素进行研

究． 第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更具颠覆

性．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通过切断供应链等方

式对企业经营活动造成严重困扰；与此同时，它也

孕育了在线办公、直播带货等新的工作方式和商

业模式． 这一双重特征有利于本研究对两类危机

应对策略进行深入研究．
１． ３　 假设的提出

１． ３． １　 企业战略柔性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对的影响

危机应对策略是一系列行为和思考的反映，
它包括在动荡的危机环境中企业所做出的（行
为） ［１６］ 和将做出（思考） ［２２］ 的现实反应． Ｂｈａｔｔａ⁃
ｃｈａｒｙｙａ 和 Ｔｈａｋｒｅ［２７］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对策略划分为短期战术和长期战略两类． Ｓｍａｒｔ 和
Ｖｅｒｔｉｎｓｋｙ［１６］从企业控制环境的程度 （适应或创

业）和时间（短期或长期）周期两个维度将危机应

对策略划分为四类． 在这些研究基础上，本研究针

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实际，从时间周期和

行为属性两个角度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

策略分为两大类： 应急响应和战略转型． 其中，应
急响应致力于通过迅速采取行动以控制或解决危

机［２８］，包括适应式响应（着眼于危机的确认与控

制，是对眼前意外情况进行快速且“小而精”的补

救和“灭火行为”）和激进式响应（指积极创新和

做出改变以解决当前危机）两种；战略转型致力

于从危机中获益［２８］，体现为企业面对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时对未来发展环境和变革方式的思

考，通过与外部环境互动方式［３０］ 的改变以及竞争

战略［２９］的调整来实现战略转型．
战略柔性包括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两个维

度． 资源柔性反映了企业资源本身的特性，取决于

现有资源的使用范围以及资源用途转换的难度、
成本和时间，强调资源的多用途性和可变性［１２］ ．
一方面，资源柔性为资源的转换提供了可能，能在

现有资源基础上平衡各部门、各环节的资源需求，

为危机应急响应赢得时间的同时减少损失． 第一，
在资源获取方面，危机发生后企业获取资源受到

了限制［４０］，通过建立过剩和流动资源的敏捷与多

用途特性可以发展资源柔性，为企业塑造管理危

机的“缓冲区”和适应突变的“缓冲器”，加快适应

性反应速度［２５］ ． 第二，在资源转换方面，危机情况

下资源的可用性和灵活性显得格外重要，面对环

境突变，资源柔性高的企业可以较小的代价快速

将资源投入到新用途中以降低风险，增加企业在

环境变化时的选择权［３２］和行动的及时性，减少危

机造成的损失．
另一方面，资源柔性也是战略变革的驱动

器［４１］，在提升企业敏捷度、抓住机遇的同时，依靠

资源的低成本重构实现战略转型． 首先，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危机导致需求的高度不确定性［５］，
此时很难整合信息来制定战略计划［１］，而资源柔

性能使企业更好地吸收和利用内外部信息，提高

机会识别和把握能力，使企业能更好地发现外部

环境中的机遇． 其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危机

下企业获取资源的难度增大，现有资源往往又是

稀缺甚至是短缺的［４０］，资源柔性能使企业在不同

产品线之间的调整更加自如，摆脱资源刚性和资

源守旧给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３２， ４２］ ． 在危机情境

下，企业可通过资源的灵活配置、部署和重组创造

更多更新的资源组合，更新现有能力，进而促进战

略变革与转型．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１　 企业资源柔性对公共危机应对有正

向影响．
假设 １ａ　 企业资源柔性对应急响应有正向

影响；
假设 １ｂ　 企业资源柔性对战略转型有正向

影响．
协调柔性是在定义、识别和配置现有资源过

程中对各环节进行协调的能力［１２］，集中体现了组

织的灵活性［４３］ ． 危机这种不可预测的非线性变化

特性会被组织的柔性系统特性所调节，这反映了

稳定性（持久）和灵活性（变化）这两个看似相反

的特性的调和［４４］ ． 一方面，灵活的组织结构提高

了组织的危机适应力，而快速决策则为应急响应

赢得了时间． 首先，组织的灵活性与多样性有利于

企业凭借内部资源的调适、资源使用范围的扩大，
以及现有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来应对危机等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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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因素［４５］；其次，面对危机，协
调柔性能帮助组织改变其结构和运作方式，并为

企业提供了吸收干扰的能力，使其通过敏捷的组

织设计和灵活的组织创新适应环境突变［１１， ４４］，提
高存活率甚至增长率． 再次，由于危机的突发性以

及导致的环境剧烈动荡，企业有更少的决策时间、
更少的可用信息和更高的决策成本，此时，沟通顺

畅、效率更高、更个性化的组织流程体系［４３， ４５］，能
够提高组织的决策效率，从而表现出更出色的应

急响应能力．
另一方面，协调柔性为企业提供了更好的机

会识别和把握条件． 首先，柔性化的组织体系帮助

企业有效克服了组织惰性和刚性，摆脱程序老

套［４２］，既能提高企业在危机中识别创业机会的能

力，又能使其在频繁变化的环境中成功地实现局

部的持续改进，涉足新的产品市场领域和开发新

的产品组合［３８］，不断重新定义和转变战略方

向［１２， ４１］ ． 而高协调柔性的企业中员工之间的合

作往往更加密切，通畅的内部运营和沟通机制能

使得战略转型更容易在内部获得合法性，保证新

战略被理解和接受［４６］，为新价值创造提供制度保

障．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２　 企业协调柔性对公共危机应对有正

向影响．
假设 ２ａ　 企业协调柔性对应急响应有正向

影响；
假设 ２ｂ　 企业协调柔性对战略转型有正向

影响．
１． ３． ２　 企业数字化对战略柔性的影响

数字化驱动的能力培养是企业未来竞争之

源［２３， ２４］ ． 特别是，企业需要新的数字传感、数字捕

捉和数字转换能力，才能在数字经济中赢得竞

争［３４］ ． 企业数字化的基础是数字技术的运用． 数
字技术在企业中可以体现为产品和服务、平台和

基础设施这三个独特但又相互联系的部分［２１， ３４］，
其特点包括内容上的可编辑性和可扩展性，以及

结构上的开放性与关联性等［４７， ４８］ ． 综上所述，本
研究将企业数字化定义为企业将数字技术和管理

规则应用于产品和服务、平台、基础设施以及商业

模式方面的程度［１８， １９］ ． 已有学者指出，大数据等

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帮助企业培育感知和应对环境

复杂性［３５］，已成为战略柔性等动态能力的关键驱

动力．
企业数字化为多用途资源的获取与培养，以

及资源的低成本和快速转化提供了条件． 首先，数
字化企业可以突破传统的时间、空间限制，与环境

中的多主体进行广泛互动［４９］，进而扩大了企业可

获得资源的范围． 其次，数字化技术具有内容上的

可扩展性和结构上的开放性特点［４７， ５０］，能以低成

本、高速度、简单的修改（甚至只是软硬件的添

置），实现性能的增强与改造［２１］，并通过企业中数

字化资源、平台和基础设施的共享，大大降低资源

用途转换的难度、时间和成本［５１］ ． 数字化在范围、
规模和灵活性方面改善了企业在危机下的可用资

源［２７］ ． 例如，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发挥重

要作用的可转换生产线、模块化生产配件等，都有

赖于事件前企业对数字技术运用的积累． 因此，本
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３ 　 数字化对企业资源柔性有正向

影响．
协调柔性是企业运用内部资源与流程应对外

部不确定方面体现出的灵活性［１２， ４５］，对内表现为

组织内部协作，对外则表现为组织灵活性［４３］ ． 数
字技术的采用从根本上重塑了企业流程、产品和

服务以及企业间关系，大大降低了资源转移的难

度和成本［２１］ ． 一方面，企业数字化有利于组织内

部的沟通与协作． 例如，ＩＴ 技术减少了公司内部

协调的成本，促进资源的灵活分配［５２］，信息系统

的使用能有效提高企业跨职能部门的合作［５３］；
Ｔｉｌｓｏｎ 等［５４］也认为，作为一种社交性技术，数字化

基础设施的应用有效提高了企业的沟通效率． 数
字技术的开放性和互联性特点则降低了协调企业

内部不同活动的成本，促进组织内部例行程序的

改进和模块化业务流程的创建，有利于员工之间

的协调合作［４７］；另一方面，企业数字化有利于组

织灵活性的提升． 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使组织变得

扁平化，大大提高了组织的决策速度和反应水平，
数字平台的应用则令组织形成一个良性的生态网

络，通过更多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实现供需的高效、
系统性匹配，从而提高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４７］ ．
数字化大大提高了企业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隔离影响下的决策速度和资源调配速度［５２］，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线上办公和线上调配的运

用就是一个例证．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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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４　 数字化对企业协调柔性有正向影响．
１． ３． ３　 企业战略柔性的中介作用

资源柔性在企业数字化与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应对间扮演中介角色． 一方面，数字技术

的使用使得企业资源转换的壁垒淡化、资源使

用范围扩大［５１］ ；即使在危机导致的没有人员进

行配置、管理和维护的情况下，企业也可按需提

供弹性资源［５２］ ． 此时，企业可以通过资源的灵活

配置与部署为企业应对危机提供缓冲，从而表

现出良好的应急响应能力［１４， １５］ ． 另一方面，数字

化提升了企业感知环境的能力，使得企业可以

运用大数据等技术获得有价值的商业洞察［５１］ 、
降低资源重构的成本，并有效地将企业现有资

源与识别的新机会进行整合［１５］ ． 此时，企业可以

重新界定业务范围，进入新的市场领域，进而实

现战略转型和新的价值创造［５１］ ，从而表现出良

好的战略变革能力［１４， １５］ ．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

假设．
假设 ５　 资源柔性在数字化与公共危机应对

之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 ５ａ　 资源柔性在数字化与应急响应之

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 ５ｂ　 资源柔性在数字化与战略转型之

间起中介作用．
协调柔性也在数字化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对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一方面，数字化有利于组织

内部的沟通协作与组织灵活性的培养［５４， ５５］，它能使

企业打破 “部门墙” ，通过实现跨企业跨部门的流程

标准化、信息共享提高资源调整和配置的效率［４３］，
降低资源对接的差错［５１］ ． 近年来，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了组织的决策速度和反应水

平．在面对危机时，能够降低资源的转换时间和转换

成本，有利于资源的整合与重新配置［１２］，从而表现

出良好的应急响应能力［１４， １５］ ．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

有利于组织更快速地从危机中识别和把握机会［１４］ ．
数字平台和数字生态系统则使企业的组织结构变得

更加松散、组织边界更加淡化［２１］，商业模式的重构

环境也更加开放，带来了商业逻辑的改变，让人们有

机会去创造新的构念、范式以及理论，这些都为知识

的创造与整合提供了制度和组织保障［４３］，有利于战

略变革［１４， １５］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６　 协调柔性在数字化与公共危机应对

之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 ６ａ　 协调柔性在数字化与应急响应之

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 ６ｂ　 协调柔性在数字化与战略转型之

间起中介作用．

２　 研究设计

２． １　 数据与样本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开展实证研究． 在问

卷设计方面，本研究尽可能选取成熟量表，并结合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实际做针对性调整② ．
为保证数据质量，本研究先做了小样本的数据收

集和预测试，在此基础上对问卷做合理微调，然后

再进行大规模发放． 基于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本研

究选择使用国内事件高发阶段（２０２０ 年 ２ 月）的
数据． 在此阶段，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突然爆发

并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蔓延，确诊病例数持续攀升，
反映了危机发生后企业最茫然、最恐慌阶段的情

况［４６］ ． 项目组于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１ 日利用麦客表单

生成线上问卷，通过微信等线上方式发送给企业

中高层管理人员．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１２ 时，
共回收问卷 ９３５ 份，剔除信息填写不完整的问卷

后，有效问卷共 ７４９ 份，有效率为 ８０． １１％．
为保证样本质量和数据真实有效，本研究对

问卷发放区域、发放对象进行了严格控制和仔细

挑选． 如表 １ 所示，样本企业涵盖了不同产权、业
务性质、行业、年龄、规模以及全国除澳门和西藏

自治区外的 ３２ 个省级行政区，样本代表性较好．
此外，在样本企业所在省份的统计中，受事件冲击

较大地区（如湖北、浙江、广东）的比例较高，这是

由本研究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研究

主题决定的；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
广东）的比例较高，这一点也是合理的，发达地区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爆发之前的生产经营

活动更为活跃，越易受到冲击． 此外，我国正处

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区域经济发展水

平是决定企业数字化的一个重要前提［４１］ ，因此

针对经济发达地区研究企业数字化问题更具说

服力．

②　 问卷内容请参见官网附录，或联系作者邮箱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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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样本的基本特征（ｎ ＝７４９）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ｎ ＝ ７４９）

特征 类型 数量 占比 ／％ 特征 类型 数量 占比 ／％

产权

性质

国有企业 １７４ ２３． ２

私营企业 ４２６ ５６． ９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 １３５ １８． ０

集体企业 １４ １． ９

企业

年龄

少于 １０ 年 ２４８ ３３． １

１１ 年 ～ ３０ 年 ４１６ ５５． ５

３０ 年 ～ ５０ 年 ５７ ７． ６

超过 ５０ 年 ２８ ３． ７

所属

行业

制造业 ２２０ ２９． ４

金融业 １１５ １５． ４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１０１ １３． ５

批发和零售业 ６７ ９． ０

其它 ２４６ ３２． ８

企业

规模

５０ 人以下 １６６ ２２． ２

５０ 人 ～ １００ 人 １０２ １３． ６

１０１ 人 ～ ５００ 人 １６５ ２２． ０

５０１ 人 ～ １ ０００ 人 ７１ ９． ５

１ ０００ 人以上 ２４５ ３２． ７

所在

省份

北京 ２４２ ３２． ３

浙江 １４３ １９． １

湖北 ５７ ７． ６

上海 ４６ ６． １

广东 ３９ ５． ２

其它 ２２２ ２９． ６

业务

性质

线上为主 １２０ １６． ０

线下为主 ６２９ ８４． ０

２． ２　 变量测量

本研究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变量度量，
其中“１”代表“完全不同意”，“５”代表“完全同

意”．
２． ２． １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公共危机应对，在本研究

具体表现为企业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所

采取的应对策略． 根据 Ｓｍａｒｔ 和 Ｖｅｒｔｉｎｓｋｙ［１６］、Ａｕ⁃
ｇｕｓｔｉｎｅ［２８］及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ｙａ 和 Ｔｈａｋｒｅ［２７］的研究，本
研究从时间周期（短期或长期）和行为属性（适应

或创业）两个角度将其分为两大类： １）应急响应．
具体包括适应式响应（短期适应策略）和激进式

响应（短期创业策略）； ２）战略转型（长期创业策

略）． 在环境动荡时期，战略计划的作用并不适

用［１］，因此本研究没有考虑 Ｓｍａｒｔ 和 Ｖｅｒｔｉｎｓｋｙ［１６］

提出的长期适应策略． 此外，公共危机的突发性导

致企业几乎没有准备时间，因此本研究更关注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 六阶段模型［２８］ 中的危机发生后的控

制、解决和获利阶段．
应急响应． 本研究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结合我

国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实际［５］，自行开发了

量表． 第一，根据 Ｓｍａｒｔ 和 Ｖｅｒｔｉｎｓｋｙ［１６］ 的研究，本
研究将应急响应划分为危机下的紧急控制（适应

式响应）和有效转变（激进式响应）． 第二，本研究

选择从进取性而非防御性视角测量两种应急响应

方式． 自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３ 日，各省开始有序复工复

产，此时积极进取的机会把握较之防御性的消极

应对更为重要． 因此，本研究立足更为积极的视

角，分别设计了 ３ 个指标对两种响应方式进行测

量． 其中，适应式响应是企业为快速恢复生产和保

证存活之举．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隔离性特

点使得企业需要采取线上办公，并通过对消费需

求的敏锐捕捉，营销渠道的多元化拓展实现生产

的快速恢复［５］，因此本研究通过 “线上办公”、
“捕捉新需求”、“开拓营销渠道”三个指标对其

进行测量． 激进式响应是企业面对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立即采取的短期战略性调整举措．
企业一方面希望通过技术创新和多元化发展助

力自身风险应对和机会的把握，另一方面也希

望通过强化整合供应链的方式寻求新的外部合

作以共同抵御危机，因此本研究通过“技术创

新”、“多元化发展”、“强化整合供应链”三个指

标对其进行测量．
战略转型． 学者们多从战略内容维度定义战

略转型，认为战略转型就是公司产品、市场的经营

范围或经营地域的变化［２９］ ．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背景下，企业更需要通过重塑和建立合作伙

伴关系来进行战略转型［３０］ ． 因此，本研究在 Ｓｍａ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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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Ｖｅｒｔｉｎｓｋｙ 的研究基础上［１６］，结合此次危机的

实际，从产品线、目标市场、合作关系三方面度

量企业在公共危机过后的战略转型意愿． 本研

究致力于刻画企业在公共危机高发情形下表现

出的战略转型意愿（而非实践），主要有以下两

方面考虑：一方面，从主观认知视角测量战略转

型有其合理性． 意愿是内部认知和情感过程的

结果，组织层面的变革意愿是企业对自身内外

部压力和情境的反应和感知［５５］ ，在危机情形下

考察战略转型意愿可以更好地反映企业在某一

时刻、特定事件背景下内心的真实想法［２７］ ． 特别

是，危机高发期间的战略转型意愿最能反映危

机给企业带来的直接冲击，能较好地排除影响

战略转型的其它因素，从而提高测量的准确度．
另一方面，对战略转型进行客观测量的难度较

大． 战略转型是一项长期、复杂的与环境反复

“对话”的动态过程［２９］ ，难以在某一时间节点进

行观测和测量．
２． ２． ２　 自变量

企业数字化． 由于现有研究尚无针对企业数

字化的成熟量表，本研究借鉴 Ｎａｍｂｉｓａｎ［２１］ 以及

Ｗｅｉｌｌ 和 Ｗｏｅｒｎｅｒ［５６］ 的研究，依据上文的定义，从
产品和服务平台、基础设施、商业模式四个维度度

量企业的数字化程度．
２． ２． ３　 中介变量

本研究选择战略柔性作为中介变量，它包括

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两个维度． 基于 Ｓａｎｃｈｅｚ［１２］

的研究，并参考焦豪等［４５］ 和杨卓尔等［５７］ 的研究，
分别采用三个指标度量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 需
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剔除了“同一种资源用于开

发、制造和销售不同产品或服务的程度很高”和

“企业能够积极、主动地对外部竞争做出反应”这
两个指标，这是因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使企

业的经营和竞争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一方面，企
业的产品或服务的开发、制造和销售无法同时正

常开展，资源在这些环节中的共享难以实现；另一

方面，企业在危机中体现出的市场竞争属性被隐

性化，“转危为安”和“化危为机”远比直面外部市

场竞争更为重要［５］ ．
２． ２． ４　 控制变量

本研究选取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市场环境不

确定性、危机影响程度 ４ 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企
业年龄通过将调研年份减去企业成立年份测量，
并转换成自然对数形式，以避免数量型变量的分

布由于左偏或右偏而产生的误差． 企业规模通过

企业员工数量来测量，并按数量多少进行分级并

赋值． 同时，本研究控制了市场环境不确定性这一

战略柔性的重要影响因素［５８］，并借鉴杨卓尔

等［５７］的研究选取了客户需求、行业竞争与技术变

革三个指标进行度量． 此外，企业所在区域的事件

严重程度会对危机应对产生重要影响［４６］ ． 因此本

研究根据问卷截止日（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３ 日）企业所

在省份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累计相关确诊人数

对其进行度量［４６］，其中 １ 代表 １００ 人以下，２ 代表

１００ 人 ～ ５００ 人，３ 代表 ５０１ 人 ～ １ ０００ 人，４ 代表

１ ００１ 人以上，５ 代表湖北．
２． ３　 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对量表分别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

（ＥＦＡ）和验证性因子分析（ＣＦＡ）． 表 ２ 的结果显

示，各因子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均大于 ０． ７，组合信

度系数（ＣＲ）均大于 Ｆｏｒｎｅｌｌ 和 Ｌａｒｃｋｅｒ［５９］ 所建议

的 ０． ６ 的临界值，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绝大

部分题项在其对应因子上的载荷值都大于 ０． ７，
ＡＶＥ 值均大于 ０． ５，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聚合效

度． 需要说明的是，指标“线上远程办公”的因子

载荷值低于 ０． ５，但考虑到线上远程办公是在人

员隔离情况下最有效的复工复产手段［２７］，也可能

是企业应对本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最直接的

手段，本研究予以保留．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检验卡方值达

到显著性水平（ｐ ＜ ０． ００１），各变量的累积解释方

差均大于 ６０％，ＫＯＭ 值均大于 ０． ６，说明题项的

内容可以解释此变量的大部分信息． 如表 ４ 所示，
各变量平均变异提取值（ＡＶＥ）均大于其与其它

变量的相关系数，说明度量指标具有较高的区别

效度［５９］ ． 综上，本研究所用数据具有较好的结构

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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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信效度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ｔｅｓｔ

变量
提取

因子
题项

因子

载荷
α 值

累积解释

方差 ／％
ＣＲ ＡＶＥ ＫＭＯ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球检验卡方值

近似卡方 Ｓｉｇ．

企业

数字

化

企业

数字化

本企业应用了大量数字产品

或服务
０． ９０３

本企业应用了支撑数字产品

和服务的数字平台
０． ９１６

本企业的数字基础设施（例

如数字技术工具和系统） 很

完善

０． ８７１

本企业拥有数字化程度很高

的商业模式
０． ８２０

０． ９３０ ８２． ８０４ ０． ９３３ ０． ７７６ ０． ８４８ ２ ４８９． ４４１ ０． ０００

资源

柔性

资源

柔性

同一种资源在本企业内部各

部门之间的共享程度很高
０． ５７８

同一种资源从一种用途变为

另外一种用途的成本和难度

很小

０． ９０３

同一种资源从一种用途变为

另外一种用途的时间很短
０． ８７１

０． ８１８ ７３． ５３９ ０． ８３４ ０． ６６３ ０． ６５１ ９８０． ７１４ ０． ０００

协调

柔性

协调

柔性

企业允许各部门打破正规工

作程序，以保持工作灵活性

和动态性

０． ８５６

企业内部运营的工作模式因

人而异、因时制宜
０． ８４６

企业有非常通畅的内部沟通

渠道和机制
０． ６３４

０． ８１６ ７３． ０５９ ０． ８２１ ０． ６０９ ０． ６７８ ８５９． ０４４ ０． ０００

应急

响应

适应式

响应

激进式

响应

线上远程办公 ０． ４４４

优化商业模式，捕捉新的顾

客需求
０． ８０８

开拓市场营销渠道，摆脱线

下交易依赖
０． ７２０

积极投入技术创新 ０． ６９４

多元化进入新业务领域 ０． ７９４

强化整合供应链 ０． ７３４

０． ７９２ ６８． ２８９ ０． ８１０ ０． ６８１ ０． ８０４ １ ３８３． ２９３ ０． ０００

战略

转型

战略

转型

改变现有产品线 ０． ７３３

改变区域市场覆盖范围 ０． ８６０

改变外部合作关系 ０． ８１３

０． ８４５ ７６． ３６４ ０． ８４９ ０． ６４３ ０． ７１８ ９５２． １４３ ０． ０００

２． ４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中的问卷题项均由同一位被试者

填写，有可能存在同源偏差问题． 因此，本研究采

用了多种方法对其进行检验． 首先，参照 Ｐｏｄｓａ⁃
ｋｏｆｆ 等［６０］和杨震宁等［４１］ 的做法，采用 ＥＦＡ 方法

进行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子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在未旋

转情况下提取超过一个主成分，第一个主成分仅

解释了总方差变异的 ３１． ０５％，不及总体 ７５． ２１％
的一半；接着采用 ＣＦＡ 的方法进行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

子检验，构建了单因子 ＣＦＡ 模型，发现拟合指数

（ＲＭＳＥＡ ＝ ０． １９０， ＲＭＲ ＝ ０． １８４， ＧＦＩ ＝ ０. ５２４，
ＡＧＦＩ ＝ ０． ４１８， ＮＦＩ ＝ ０． ４１２， ＩＦＩ ＝ ０. ４２１， ＴＬＩ ＝
０． ３５５， ＣＦＩ ＝ ０． ４１９， ＰＧＦＩ ＝ ０. ４２９， ＰＮＦＩ ＝
０. ３７１）均未达到拟合良好的标准，初步说明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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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问题不严重．
其次， 采用潜在误差变量控制法进行检

验［６１］ ． 将共同方法偏差作为一个与其它因子不相

关的潜变量纳入原结构方程模型中，允许所有测

试题目在这个潜变量上有负载． 结果表明，纳入共

同方法偏差潜变量后的模型各拟合指标较好

（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６２， ＣＦＩ ＝ ０． ９３１， ＰＧＦＩ ＝ ０. ６３８，
ＩＦＩ ＝ ０． ９３１， ＰＮＦＩ ＝ ０． ６８８） ． 但将各拟合指标与

原模型进行 Ｔ 检验 （ 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７２， ＣＦＩ ＝
０. ９０１， ＰＧＦＩ ＝ ０． ６７５， ＩＦＩ ＝ ０． ９０１， ＰＮＦＩ ＝
０. ７１９），发现均不显著，说明加入共同方法偏差

潜变量的模型拟合程度与原模型无显著差异，进
一步说明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并不严重．

最后，本研究采用 Ｌｉｎｄｅｌｌ 和 Ｗｈｉｔｎｅｙ［６２］ 推荐

的分离标签（ｍａｋｅ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法做进一步检验． 该
方法认为，如果一个变量在理论上不与任何其它

变量相关，那么这个变量可以当作“标签”，其它

任何变量与它的相关都可以归因于共同方法偏

差． 由于难以找到完全理想的标签变量，本研究参

考朱镇等的做法［６３］，根据表 ３ 中相关系数最低

的一项（市场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规模的相关

系数为 － ０ ． ０１０）计算各变量的偏相关系数，并
将相关系数与偏相关系数进行 Ｔ 检验，发现均

不显著，说明所有变量的偏相关系数并没有发

生显著变化，再次表明共同方法偏差带来的影

响不大．
表 ３　 基于分离标签法的共同方法偏差检验（ｎ ＝７４９）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ａｋｅ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ｍｅｔｈｏｄ（ｎ ＝ ７４９）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 企业数字化 １

２． 资源柔性
０． ３０３∗∗∗

０． ３１０
１

３． 协调柔性
０． ２８７∗∗∗ ０． ５４８∗∗∗

０． ２９４ ０． ５５２
１

４． 应急响应
０． ３２８∗∗∗ ０． ２８３∗∗∗ ０． ２９３∗∗∗

０． ３３４ ０． ２９０ ０． ３００
１

５． 战略转型
０． １２６∗∗∗ ０． ２４３∗∗∗ ０． ２２６∗∗∗ ０． ４１５∗∗∗

０． １３５ ０． ２５０ ０． ２３３ ０． ２４１
１

６． 企业年龄
０． ０６６ － ０． ０５７ － ０． １２１∗∗ － ０． ０５１ － ０． １３０∗∗∗

０． ０７５ － ０． ０４７ － ０． １１０ － ０． ０４１ － ０． １１９
１

７． 企业规模
０． ３０７∗∗∗ － ０． ０６７ － ０． １３７∗∗∗ ０． ０４９ － ０． ０６４ ０． ４８４∗∗∗

０． ３１４ － ０． ０５６ － ０． １２６ ０． ０５８ － ０． ０５３ ０． ４８９
１

８． 市场环境不确定性
０． １７４∗∗∗ ０． ３０９∗∗∗ ０． ３４０∗∗∗ ０． ２４８∗∗∗ ０． ２１６∗∗∗ － ０． ０６９ － ０． ０１０ａ

０． １８２ ０． ３１６ ０． ３４７ ０． ２５５ ０． ２２３ － ０． ０５０
１

９． 危机影响程度
－ ０． ０１９ ０． ０５１ ０． ０３４ ０． ０５０ ０． ０４２ － ０． ０７２ － ０． ０６０ ０． ０６４

－ ０． ００９ ０． ０６０ ０． ０４４ ０． ０５９ ０． ０５１ － ０． ０６１ － ０． ０５０ ０． ０７３
１

注： ａ 为选择的最小相关系数，∗ ｐ ＜０． ０５； ∗∗ｐ ＜０． ０１； ∗∗∗ｐ ＜０． ００１， 第一行为皮尔逊相关系数， 第二行为分离标签变量后的偏相关系数．

３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３． １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结果如表 ４ 所示． 各变量之间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

均小于 ０． ８，同时对自变量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

（ＶＩＦ）检验，各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 １０，
故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通过观察相关

系数的显著性可发现，自变量（企业数字化）、中
介变量（资源柔性、协调柔性）、因变量（应急响

应、战略转型）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初步支

持了本研究的理论假设，说明适合进一步对模型

进行检验． 此外，借鉴 Ｇｕｏ 等的研究，本研究进行

了交叉对比分析． 本研究将各核心变量（企业数

字化、战略柔性、资源柔性、协调柔性、应急响应、
战略转型、危机应对水平）按各自中位数划分为

高、中、低三组，并进行两两交叉对比分析，结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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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越高的企业数字化和战略柔性水平会带来更高

的危机应对水平，越高的企业数字化会带来越高的

战略柔性水平，结论均支持本研究的理论假设，但受

篇幅所限，本研究未在正文中呈现交叉比对结果③．
表 ４　 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ｎ ＝７４９）

Ｔａｂｌｅ ４ Ｍｅａ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ｎ ＝ ７４９）

变量 Ｍ Ｓ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１． 企业数字化 ３． ２９６ １． ００２ ０． ７７６
２． 资源柔性 ３． ２３２ ０． ７９７ ０． ３０３∗∗∗ ０． ６６３
３． 协调柔性 ３． ４４２ ０． ８８０ ０． ２８７∗∗∗ ０． ５４８∗∗∗ ０． ６０９
４ 应急响应 ３． ３９３ ０． ８７５ ０． ３２８∗∗∗ ０． ２８３∗∗∗ ０． ２９３∗∗∗ ０． ６８１
５． 战略转型 ２． ６９３ ０． ９８９ ０． １２６∗∗∗ ０． ２４３∗∗∗ ０． ２２６∗∗∗ ０． ４１５∗∗∗ ０． ６４３
６． 企业年龄 ２． ５９４ １． １７７ ０． ０６６ － ０． ０５７ － ０． １２１∗∗ － ０． ０５１ － ０． １３０∗∗∗

７． 企业规模 ３． １７０ １． ５４９ ０． ３０７∗∗∗ － ０． ０６７ － ０． １３７∗∗∗ ０． ０４９ － ０． ０６４ ０． ４８４∗∗∗

８． 市场环境不确定性 ３． ６２３ ０． ７７０ ０． １７４∗∗∗ ０． ３０９∗∗∗ ０． ３４０∗∗∗ ０． ２４８∗∗∗ ０． ２１６∗∗∗ － ０． ０６９ － ０． ０１

９． 危机影响程度 ２． ９３１ １． ０２８ － ０． ０１９ ０． ０５１ ０． ０３４ ０． ０５０ ０． ０４２ － ０． ０７２ － ０． ０６ ０． ０６４

　 　 注： （１）∗ ｐ ＜ ０． ０５； ∗∗ 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０１； （２）对角线为 ＡＶＥ 值，对角线下面的数值为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３． ２　 直接效应检验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建模方法检验假设（如
图 ２ 所示）． 其中，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市场环境

不确定性和危机影响程度这四个控制变量分别用

Ａｇｅ、 Ｓｉｚｅ、 ＵＮ、 ＩＮ 来表示． 模型拟合度较好（ＲＭ⁃
ＳＥＡ ＝ ０． ０７２， ＣＦＩ ＝ ０． ９０１， ＰＧＦＩ ＝ ０． ６７５， ＩＦＩ ＝
０． ９０１， ＰＮＦＩ ＝ ０． ７１９） ． 本研究使用 Ａｍｏｓ ２２． ０ 软

件对主效应进行路径分析，路径系数如表 ５ 所示．

结果发现，企业资源柔性显著促进危机的应急响应

与战略转型（β ＝ ０． １３０， ｐ ＜ ０． ０１； β ＝ ０. １２６， ｐ ＜
０. ００１），即假设 １ａ、假设 １ｂ 得到支持． 类似地，协调

柔性显著促进危机的应急响应与战略转型（β ＝
０. １４９， ｐ ＜０．０１； β ＝０．１５９， ｐ ＜０．００１），即假设２ａ、假
设 ２ｂ 得到支持． 此外，企业数字化显著促进资源柔

性和协调柔性（β ＝０． ３２４， ｐ ＜０. ００１； β ＝０． ３２４， ｐ ＜
０．００１），即假设 ３、假设 ４ 得到支持．

图 ２　 Ａｍｏｓ 输出模型的路径图（标准化系数）
Ｆｉｇ． ２ Ｐａｔｈ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Ａｍｏｓ ｏｕｔｐｕｔ ｍｏｄｅｌ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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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直接效应路径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５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ｐａｔｈ

路径模型 路径系数 方向 Ｔ 值 假设是否支持

假设

假设 １：资源柔性———公共危机应对

假设 １ａ：资源柔性→应急响应 ０． １３０∗∗ ＋ ２． ５９９ 支持

假设 １ｂ：资源柔性→战略转型 ０． １４９∗∗ ＋ ３． ４７９ 支持

假设 ２：协调柔性———公共危机应对

假设 ２ａ：协调柔性→应急响应 ０． １５９∗∗∗ ＋ ２． ７５２ 支持

假设 ２ｂ：协调柔性→战略转型 ０． １２６∗∗∗ ＋ ２． ５８６ 支持

假设 ３：企业数字化→资源柔性 ０． ３２４∗∗∗ ＋ ８． ４６６ 支持

假设 ４：企业数字化→协调柔性 ０． ３２４∗∗∗ ＋ ８． ０７０ 支持

　 　 注： ∗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０１．

３． ３　 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上述模型，初步判断在企业数字化影响

公共危机应对的过程中，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的

中介路径是存在的． 然而中介效应是否显著，需要

进一步验证． 目前验证中介效应较为先进的技术

为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方法． 由于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技术只

能验证模型中总体中介效应（总间接效果），考虑

到本研究为双因子中介模型，需要结合 Ｍａｃｋｉｎ⁃
ｎｏｎ 等［６４］ 所提出的 ＰＲＯＤＣＬＩＮ 程序分别对两条

单独的中介路径进行检验．
如表 ６ 所示，自变量（企业数字化）对因变量

（应急响应）的总效应（ β ＝ ０． １８７， ＳＥ ＝ ０． ０３６，

ｐ ＜ ０． ００１），在控制中介变量（资源柔性、协调柔

性）之后仍然显著（ β ＝ ０． １４１， ＳＥ ＝ ０． ０３５， ｐ ＜
０. ００１），估计区间不包括 ０； 进一步将中介变量

纳入模型之后，中介效应显著（ β ＝ ０． ０４６， ＳＥ ＝
０. ０１４， ｐ ＜ ０． ００１），估计区间不包括 ０． 因此，资
源柔性和协调柔性在企业数字化和应急响应之间

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为 ２４． ６０％． 在
模型总间接效果显著的基础上，分别对各个中介

变量的间接效果进行验证，结果显示两变量的

ＭＡＣＫＩＮＮＯＮ ＰＲＯＤＣＬＩＮ２ ９５％的置信区间分别

为（０． ００４ ８８， ０． ０４２ ０３）、（０． ００６ ４９， ０． ０４７ ２９），
可以认定两中介变量的单独间接效应均显著．

表 ６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中介效应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６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ｔ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类别 效应
点估

计值

系数乘积 Ｂｉａｓ⁃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９５％ ＣＩ
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
９５％ ＣＩ

ＳＥ Ｚ 值 Ｌｏｗｅｒ Ｕｐｐｅｒ Ｌｏｗｅｒ Ｕｐｐｅｒ

Ｍａｃｋｉｎｎｏｎ Ｐｒｏｄｃｌｉｎ ９５％ ＣＩ

企业数字

化→应急

响应

总效果 ０． １８７ ０． ０３６ ５． １９４ ０． １２６ ０２７１ ０． １１８ ０． ２６０

间接效果 ０． ０４６ ０． ０１４ ３． ２８６ ０． ０２２ ０． ０７９ ０． ０２１ ０． ０７６

直接效果 ０． １４１ ０． ０３５ ４． ０２９ ０． ０８３ ０． ２２６ ０． ０７７ ０． ２１７

（０． ００５， ０． ０４２） ａ

（０． ００６， ０． ０４７） ｂ

企业数字

化→战略

转型

总效果 ０． １２２ ０． ０４２ ２． ９０５ ０． ０４３ ０． ２１０ ０． ０４０ ０． ２０６

间接效果 ０． ０８２ ０． ０２１ ３． ９０５ ０． ０４４ ０． １２７ ０． ０４３ ０． １２５

直接效果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４ ０． ９０９ － ０． ０４２ ０． １３１ － ０． ０４９ ０． １２６

（０． ０１９， ０． ０７７） ａ

（０． ００８， ０． ０６８） ｂ

　 　 注： ａ 为以资源柔性为中介， ｂ 为以协调柔性为中介．

　 　 自变量（企业数字化）对因变量（战略转型）
的总效应（β ＝ ０． １２２， ＳＥ ＝ ０． ０４２， ｐ ＜ ０． ０１）， 在

控制中介变量（资源柔性、协调柔性）之后变得不

显著（β ＝ ０． ０４０， ＳＥ ＝ ０． ０４４， ｐ ＝ ０． ３６３），估计区

间包括 ０； 但将中介变量纳入模型之后，中介效

应显著（β ＝ ０． ０８２， ＳＥ ＝ ０． ０２１， ｐ ＜ ０． ００１），估计

区间不包括 ０，因此，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在企业

数字化和战略转型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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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占比为 ６７． ２１％． 在模型总间接效果显著的

基础上，分别对各中介变量的间接效果进行验证，
结果显示两变量 ＭＡＣＫＩＮＮＯＮ ＰＲＯＤＣＬＩＮ２ ９５％的

置信区间分别为（０． ０１８ ５３， ０． ０７７ ３５）、（０． ００８ ３４，
０． ０６８ ３８），可以认定两中介变量的单独间接效应

均显著．
综上所述，资源柔性和协调柔性均在企业数

字化和公共危机应对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假设

５、假设 ６ 得到支持．
３． ４　 稳健性检验④

３． ４． １　 分析方法替换

为保证直接效应检验的可靠性，本研究在使

用 ＳＰＳＳ ２４． ０ 软件进行层次回归分析的基础上，
采用 Ｂａｒｏｎ 和 Ｋｅｎｎｙ 的方法［６５］ 和温忠麟等的检

验程序［６６］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所有假设均得到

支持．
３． ４． ２　 自变量替换

为进一步考察上述结果的可靠性，本研究对

自变量进行替换处理，使用企业数字技术采纳程

度代替企业数字化进行假设检验． 根据 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等构建的数字技术 ＳＭＡＣＩＴ 模型［１８］ 以及 Ｖｉａ［１９］

和杨震宁等［４１］的研究，本研究将数字技术划分为

大数据、智能化、移动、云计算、物联网、社会交互、
平台生态七大类，综合考量企业对于这些数字技

术的采纳程度． 本研究分别采用结构方程模型、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方法和层次回归模型对假设进行了

检验，除假设 ５ａ 和假设 ６ｂ 外，所有假设均通过检

验，即本研究的研究结论总体稳健．
３． ４． ３　 分样本检验

由于公共危机的爆发和影响具有典型的区域

性特征，不同地区的受影响程度及企业采取的应

对策略存在差异． 为此，本研究按照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严重程度对样本进行了区分． 按照企业

所在地区在问卷截止日（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３ 日）前累

计确诊人数，将确诊超过 ５００ 人的地区划为事件

严重地区（包括湖北、广东、江苏、浙江等），共得

到样本 ４０５ 个；反之，则视为事件非严重地区（包
括北京、上海、福建等），得到样本 ３４４ 个． 本研究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 方法对假设进

行了分样本检验，结果显示 “企业数字化 － 战略

柔性 － 公共危机应对策略”的理论假设仍然成

立，说明研究结论总体稳健．
需要指出的是，在事件严重地区样本检验中，

与协调柔性相关的假设 ２ 和假设 ６ 不显著；在事

件非严重地区样本检验中，与资源柔性相关的假

设 １ 和假设 ５ 不显著． 也就是说，企业战略柔性在

不同地区的表现不同：在事件严重地区主要表现

为资源柔性，而在事件非严重地区则主要表现为

协调柔性． 在危机情境下，资源柔性与协调柔性均

与资源调配过程息息相关． 不同的是，资源柔性相

对静态，强调企业资源属性的内在柔性；而协调柔

性则相对动态，是企业将其柔性资源应用到各种

替代性战略中所体现出的协调能力［４３］ ． 事件爆发

所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企业供应链和正常生产流程

的中断［３９］，随即带来的就是对资源获取途径和原

有资源转换方面的挑战；此时，能否构建资源“缓
冲区”，将资源迅速投入到新用途中以降低风险

就变得格外重要［４０］ ． 上述结果表明，在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严重地区，资源柔性可能发挥更为

主导的作用；而在事件非严重地区，企业有更多的

时间和更大的空间通过组织结构、组织惯例等方

式将其柔性资源应用到各种替代性战略中［１１］，此
时协调柔性将发挥主导作用．

４　 结束语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以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这一公共危机事件为背景，通过对 ７４９ 家受到

危机不同程度影响的企业进行实证调查，将公共

危机应对策略划分为应急响应和战略转型两类，
研究了企业数字化、战略柔性与公共危机应对策

略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１）战略柔性能显著提

升企业公共危机应对能力，即资源柔性和协调柔

性水平高的企业在面对危机时能做出快速响应，
同时其战略转型意愿也更为强烈； ２）企业数字化

显著提升企业战略柔性这一动态能力； ３）战略柔

性在企业数字化与危机应对之间发挥重要的中介

作用．
４． １　 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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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本研究基于公共危机情境丰富和发

展了动态能力理论． 第一，本研究证实了动态能力

理论在公共危机情境下的有效性． 作为一种典型

的动态能力，战略柔性能够帮助企业应对公共危

机． 其中，资源柔性通过资源获取和资源转换两种

机制帮助企业更好地满足危机时期的资源需求，
既有利于企业快速响应，也为企业提供了一个能

更好地吸收和利用与创业机会有关信息的环境，
使其能通过灵活的资源分配实现战略转型［３２］；协
调柔性则通过提升组织灵活性提高组织决策效

率，为危机应急响应赢得时间［４４， ４５］，同时能帮助

企业克服组织惰性与组织刚性，为战略变革创造

条件［４２］ ． 这些发现表明，在公共危机情境下动态

能力思想是有生命力的．
第二，本研究基于公共危机情境，首次证实了

动态能力的适应性和创业性双重功能属性．
Ｔｅｅｃｅ［１４］推测动态能力具有适应性进化和创业性

进化两大功能，但这一观点并没有明确反映在其

理论框架中，亦没有得到实证支持． 事实上，现有

研究对动态能力这两种功能属性的认识并不深

刻，要么强调适应性［３］，要么强调变革性［１０， ２２］，要
么对两者不加区分的对待［２６］ ． 在公共危机情境

下，战略柔性可以帮助企业做出立足当下的应急

响应以存活下来，这体现了动态能力的适应性进

化功能；它也可以帮助企业思考面向未来的战略

转型以捕捉新的战略机遇，这体现了动态能力的

创业性进化功能． 本研究基于公共危机情境验证

了动态能力的双重功能属性，丰富了动态能力理

论的内涵．
第三，本研究进一步基于公共危机情境，提出

动态 能 力 快 速 并 行 迭 代 的 过 程 作 用 机 制．
Ｔｅｅｃｅ［１４］认为动态能力是一个从感知机会，到捕

获机会，再到重构资源的三阶段过程［１４］ ． 本研究

的研究发现，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这
三种能力无法按照程序化流程顺序发挥作用． 危
机的发生的紧迫性要求企业通过发挥战略柔性，
同时做到快速感知环境变化、快速调配资源以响

应危机以及捕获机会和快速重构资源以寻求创新

突破，即三种能力需同时使用以应对危机，动态能

力的过程因此体现出并行性、迭代性特点． 现有研

究大多静态地将动态能力解读为企业应对环境变

化的一种能力，对动态能力的过程属性的关注相

对不足． 一些学者虽引入过程观点将动态能力划

分为不同阶段的多种能力［４， １４］，或在特定组织过

程中对动态能力进行讨论［６７］，但没有很好地将

动态能力的发挥与实际过程相结合． Ｅｉｓｅｎｈａｒｄｔ 和
Ｍａｒｔｉｎ［３］很早就提出直接将动态能力定义为一种

能力存在过于抽象、词语赘述的问题，认为动态能

力应体现在企业战略或组织过程中． 本研究基于

公共危机情境证实了动态能力快速并行迭代的过

程性特点，为过程视角下动态能力理论的发展做

出了贡献．
另一方面，本研究基于公共危机情境揭示了

数字化提升企业绩效的路径与机制． 事实上，虽已

有学者关注到数字化对企业绩效与竞争优势的作

用［３６， ６８］，但仍沿用资源基础观等经典理论观点，
泛泛阐述数字化给企业带来的影响，对其影响机

制的挖掘不够深刻． 本研究将信息管理领域对

数字化与数字技术的理解引入到战略研究

中［１８， １９， ５６］，借助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公共

危机情境，通过深入考察企业数字化（企业数字

技术采纳）与战略柔性之间的关系，清晰阐述了

企业数字化与企业动态能力之间的内在关联，并
证实了企业数字化可以通过培育动态能力帮助企

业更有效地应对公共危机，从而可能帮助企业在

危机中建立短期和长期的竞争优势［２７］ ． 随着数字

化给企业间竞争模式和竞争边界带来的巨大改

变，以及数字经济时代环境不确定性的提升［６９］，
一成不变的战略定位已经难以为企业带来持续竞

争优势，如何不断重塑企业的临时性竞争优势可

能成为未来战略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 本研究表

明，动态能力理论有潜力在数字化企业的战略管

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４． ２　 管理启示

本研究的管理启示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打造柔性化组织，提升企业危机应对能

力． 公共危机面前，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生死考

验，没有一家企业可以做到独善其身． 然而，要想

安然度过危机，甚至在危机中实现“凤凰涅槃”，
就需要持续培育企业的战略柔性，致力于打造高

度柔性化组织． 作为一种动态能力，战略柔性一方

面帮助企业更加灵活地配置和重构资源，在提高

资源使用效率和效果的同时，更好地满足危机应

对的资源需求；另一方面帮助企业提升组织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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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通过去除组织惰性、打破组织刚性，提高沟通

协作效率和决策速度，对危机做出快速响应．
第二，“转危为安”与“化危为机”，两手抓两

手都要硬． 在危机到来之时，没有一家企业能够置

身事外． 在逆境中生存下来固然重要，但更可贵的

是，总有一些企业能在危难中抓住机遇，完成华丽

转身． 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历史上经历了四次大危

机，不仅屹立不倒，而且屡屡抓住机遇获得持续成

长；Ａｉｒｂｎｂ 和 Ｕｂｅｒ 两家公司正是在 ２００８ 年的金

融危机时期得到了飞速发展；而在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期间，视频会议软件公司 Ｚｏｏｍ 一跃成

为资本市场最耀眼的明星企业． 事实证明，面对公

共危机，优秀的企业需要同时展现出两方面的能

力：一方面要立足当下，通过发挥适应能力存活下

来；另一方面要着眼未来，通过发挥创业能力寻求

创新突围．
第三，加速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积极迎接不

确定性时代的到来． 本研究表明，数字化不仅有利

于企业动态能力的培育，也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

应对危机． 数字技术在抵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危害时发挥了巨大作用，以线上企业为代表的

数字化企业受到的冲击明显更小，数字技术赋能

在线娱乐、在线办公、在线教育、在线零售、远程医

疗等新业态逆势迅猛发展． 在数字变革浪潮愈演

愈烈的今天，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由之

路． 本研究认为，数字技术不仅是企业应对危机的

手段，更是企业在高度不确定性时代的生存方式．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进程加快，数字化转型的“马太效应”和“头部效

应”会日益凸显． 既然无法做到置身事外，本研究

建议企业管理者当机立断，尽早将数字化转型提

上日程，积极拥抱一个全新的数字智能时代．
４． ３　 不足及展望

本研究存在几点局限． 第一，个别量表有待完

善． 一方面，本研究对危机应对策略的度量并不完

美． 虽然本研究的量表是基于现有文献开发的，信
效度检验结果也基本符合要求，但研究情境的独

特性决定了它的局限性． 例如，本研究对应急响应

的测量更多侧重于进取性视角，而忽略了诸如缩

减成本、剥离亏损业务单元等防御性手段． 在公共

危机情境下，被动防御对于企业的生存同样至关

重要，未来研究需要立足更全面的视角进一步完

善这一量表． 另一方面，本研究对企业数字化的度

量具有探索性． 由于数字化研究相对比较前沿，目
前仍然缺乏成熟量表，虽然本研究通过变量替代

方法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但量表的可靠性仍然

有待检验． 第二，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为通过问卷

调查获得的横截面数据，无法清晰展现变量之间

的因果关系，未来需要运用动态方法对本研究观

点做进一步验证． 第三，研究设计仍有待提高． 由
于数据收集发生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高发

期，事件带来的隔离性特点使问卷发放仅能通过

线上渠道进行，因此选取不同的人对同一份问卷

的不同题项进行填写的难度较大． 此外，为及时和

快速有效获得国内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高发阶

段（２０２０ 年 ２ 月）的数据，本研究采用了题项均由

一人填写或作答的方法． 虽然本研究已采用 Ｈａｒ⁃
ｍａｎ 单因子检验、潜在误差变量控制法以及分离

标签法这三种方法检验并发现同源偏差问题并不

严重，但由于研究设计的原因仍无法彻底排除这

种可能性；未来应采取多时点收集、多个被试者对

同一问卷作答等更严谨的研究设计对共同方法偏

差进行控制． 第四，结论受到研究情境的时空限

制． 首先，虽然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较好地反映了

危机爆发后最茫然、最恐慌阶段的情况，但很难展

示企业应对公共危机的全貌． 未来研究应考察企

业所采取的实际战略转型行动，以进一步提升研

究质量；其次，尽管基于中国情境开展研究是合适

的，但由于该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已演变为全

球性公共卫生危机，未来研究应立足全球视角进

一步考察和验证本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最后，重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仅是众多公共危机事件中的一

种，虽然其典型性无可争议，但据此得出的结论仍

较为片面． 考虑到面对不同的危机情境，企业的应

对策略有所不同，未来研究应立足不同公共危机

情境进一步验证本研究的研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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